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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湖泊甲烷（CH4）排放是全球碳循环的重要环节，但富营养浅水湖泊中 CH4 排放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其环境驱动机制

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本文以太湖为研究区，于 2024 年枯水（5 月）、平水（2 月）和丰水期（8 月）开展野外调查，系统测

定表层水体甲烷浓度（cCH4）、水–气界面排放通量（FCH4）、稳定碳同位素组成（δ13C-CH4）与分馏系数（αC）、水环境理

化参数及溶解性有机质（DOM）光学特征，并结合随机森林和偏最小二乘（PLS）等模型统计分析，探讨太湖藻型湖区 CH4

排放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cCH4 和 FCH4 均在丰水期显著升高，分别由枯、平水期的 0.023–0.028 μmol/L 和

13.4~16.7 mmol/(m2·d)升至 0.097  μmol/L 和 84.4 mmol/(m2·d)；空间上，西部和北部入湖河口水域为 CH4 排放的高值区，丰

水期高值区范围相较于平水、枯水期显著扩大，显示太湖 CH4 排放具有明显的水文时期差异和河口区集聚特征。不同水文时

期下太湖 δ13C-CH4 偏正、αC 均值约为 1.02~1.03（枯水期 1.016±0.009，平水期 1.032±0.008，丰水期 1.035±0.008），表明太湖

不同水文时期下 CH4 生成途径存在小幅差异，但均以乙酸裂解产甲烷过程为主。cCH4 与水温、溶解性有机碳（DOC）、pH、

叶绿素 a（Chl.a）及类蛋白 DOM 组分荧光强度呈显著正相关，而与硝酸盐、溶解氧及腐殖质组分呈显著负相关，表明有机

质生物可利用性增强和温度升高均有利于 CH4 生成，而氧化环境（较高硝酸盐）对 cCH4 具有抑制作用。多变量分析进一步

识别出硝酸盐、有机质丰度与组成和水温是影响 cCH4 变化的关键因子。结合空间分布、DOM 光学特征、同位素证据及多变

量分析结果，表明陆源营养盐和有机质输入可通过增强有机质供给。太湖 CH4 排放整体受来水条件、有机质供给及氧化还原

环境的共同影响，本研究为富营养浅水湖泊 CH4 排放及影响因素提供了新的观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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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thane (CH4) emissions from eutrophic shallow lakes exhibit strong spatiotemporal variability, but the primary 

controlling factors remain unclear. In this study, field surveys were conducted in Lake Taihu during the dry (February), 

normal (May), and wet (August) hydrological periods of 2024. We measured surface-water CH4 concentration (cCH4), 

air-water flux (FCH4), δ
13C-CH4, αC, physicochemical variables, and optical properties of dissolved organic matter (DOM). 

Random forest and partial least squares (PLS) models were applied to evaluate spatiotemporal patterns and their drivers. Both  

cCH4 and FCH4 increased substantially in the wet period, from 0.023–0.028 μmol/L and 13.4–16.7 mmol/(m2 d) during the 

dry and normal periods to 0.097 μmol/L and 84.4 mmol/(m2 d), respectively. Spatially, the western and northern river-in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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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nes acted as CH4 emission hotspots, and these hotspots expanded markedly in the wet period compared with the other two 

periods, indicating clear hydrological differences and river-inflow aggregation of CH4 emissions in Lake Taihu. Across all 

periods, δ13C-CH4 values were relatively enriched, and mean αC ranged from 1.02 to 1.03 (1.016±0.009 in dry, 1.032±0.008 

in normal, and 1.035±0.008 in wet), suggesting only minor shifts in methanogenic pathways among periods and a general 

predominance of acetoclastic methanogenesis. The cCH4 increased with water temperature, dissolved organic carbon (DOC), 

pH, chlorophyll.a (Chl.a), and protein-like DOM fluorescence, but decreased with nitrate, dissolved oxygen, and humic-like 

components. This pattern implies that warmer conditions and higher bioavailability of organic matter promote CH 4 

production, whereas more oxidizing conditions (higher nitrate) limit CH4 accumulation. Nitrate, organic matter components, 

and water temperature were the strongest predictors of cCH4 variability. Together, spatial distribution, DOM optical 

characteristics, isotopic evidence, and multivariate analyses suggest that terrestrial inputs of nutrients and organic matter may 

enhance CH4 emissions by increasing organic matter availability. Overall, CH4 emissions in Lake Taihu are governed by 

inflow conditions, organic matter supply, and redox constraints, providing field-based evidence for understanding CH4 

dynamics in eutrophic shallow lak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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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湖库河流等水体每年承接、输移和转化的碳通量可达(2.95±0.55) Pg C，同时向大气释放约

(1.85±0.50) Pg C，是全球碳排放的热点区域[1]。甲烷（CH4）作为仅次于二氧化碳（CO2）的重要温室气

体，其百年增温潜势约为 CO2 的 27 倍[2]。近年来，淡水生态系统被认为是全球甲烷排放的重要来源，约

占全球自然和人为源排放总量的 53%[3]。然而，由于湖泊类型和环境条件差异显著，湖泊水体中甲烷生

成、转化与释放过程的主控因素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传统观点认为湖泊 CH4 主要来源于沉积物中有机

质的厌氧分解。陆源有机质进入湖泊后，可通过埋藏、径流输出或微生物降解转化为 CO2 和 CH4 并释放

至大气[4]。水—沉积物界面有机质降解产生的 CH4 一部分在水体中被快速氧化，其余通过水–气界面排放。

上述过程受温度、氧化还原条件、有机质供给与来水条件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使湖泊 CH4 排放呈现显

著的时空异质性[5-6]。在富营养浅水湖泊中，来水条件通过调控陆源营养盐和有机质的输入通量与组成特

征，成为影响 CH4 生成与排放的重要驱动因素。陆源有机质的生物可利用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化学

组成，并受流域水文过程和人类活动强烈影响[7-8]。在人类活动强度较高的流域，不透水地表扩张、生活

污水和农业径流输入会向湖泊输送大量易生物降解的溶解性有机质（DOM）[9]。在富营养湖泊环境中，

这类 DOM 可快速转化为乙酸等低分子量有机酸，为乙酸裂解型产甲烷过程提供关键底物[10]。同时，入

湖河口及其邻近区域在高有机负荷和水体分层条件下易形成低氧或缺氧环境，常成为湖泊 CH4 生成和排

放的热点区域。然而，单纯依赖 CH4 浓度或通量的测定，难以有效区分 CH4 的来源特征及其生成机制[11]，

尤其是在来水条件和有机质组成高度动态变化的富营养浅水湖泊中。稳定碳同位素可用于判别产甲烷途

径，其依据在于不同微生物代谢途径对应的碳同位素分馏强度存在差异：CO2 还原型产甲烷通常表现出

更强的分馏效应，生成的 CH4 具有更负的 δ13C-CH4 和较高的 αC，而乙酸裂解型产甲烷的分馏相对较弱，

生成的 CH4 则相对富集 13C，并对应较低的 αC。不同 CH4 生成途径（如乙酸裂解、CO2 还原）通常表现

出显著差异的同位素分馏特征，使同位素方法能够在复杂水文过程和有机质来源交织的背景下，有效约

束 CH4 来源组成及其生成路径[12]。稳定碳同位素组成（δ13C-CH4）及碳同位素分馏系数（αC）能直接记

录 CH4 生成与转化过程中的同位素分馏效应，是解析产 CH4 途径及后期氧化过程的关键生物地球化学示

踪手段[13]。 

太湖流域面积约 3.65×104 km2，位于长江三角洲核心区，是我国经济最发达、人口最密集的区域之

一。太湖作为沟通流域水系的核心枢纽，主要汇集来自西北方向的入湖径流，湖水经湖泊调蓄后由东南

部黄浦江等通道排出，最终注入东海。太湖水域面积为 2338.1 km2，平均水深仅 1.89 m，属于典型的富

营养浅水湖泊，同时也是流域内特大型和大中型城市最重要的集中供水水源之一[14]。长期以来，流域高

强度的人类活动使太湖承受了持续的有机质和营养盐输入压力，为研究人类活动影响下湖泊甲烷排放过

程提供了理想场所。已有研究多集中于太湖 CH4 通量及其与水温、初级生产力等因素之间的关系[15-16]，



 

 

然而，在不同水文时期下，太湖 CH4 浓度变化是否与 DOM 化学组成转变相耦合，并进一步影响 CH4 生

成途径及排放强度，仍缺乏系统认识[17]。基于此，本研究于 2024 年 2 月（枯水期）、5 月（平水期）和

8 月（丰水期）对太湖开展野外采样，系统测定表层水体 CH4 浓度、环境理化参数及 DOM 光学特征，

重点分析不同水文时期下 CH4 浓度的时空分布特征，并探讨其对环境因子及 DOM 化学组成变化的响应

机制，以加深对富营养浅水湖泊 CH4 排放及对有机质组成关联特征的认识。 

1 材料与方法 

1.1 样品采集与来水条件划分 

本研究在太湖湖区范围内均匀布设 32 个采样点，用于反映湖区整体空间特征及不同区域的环境差异

（图 1a）。采样点主要分布于开阔水域，并覆盖部分湖湾区域。太湖东部湖湾沉水植物分布较多 [18]，水

草在腐烂分解过程中会释放甲烷[19]，能直接改变局部水体中营养盐水平和有机质来源组成，并对 CH4

排放驱动因素的判识产生深刻影响。基于上述情况，在数据统计和分析中剔除东部胥口湾、东太湖等水

草分布密集的湖区共计 7 个采样点，实际分析采用湖泊北部和西部 25 个藻型湖区采样点数据。降水与湖

泊水位数据均来自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并且以同期流域降水量和湖泊水位作为丰枯条件划分的依据

（图 1b），选取 2024 年 2 月、5 月和 8 月开展采样，分别对应平水期、枯水期和丰水期三个来水阶段。

由图 1b 可知，5 月降水量和水位处于相对低值，2 月为中等水平，8 月达到相对高值，可反映不同水文

时期下太湖水文状况的阶段性差异。三个时期共采集样品 75 个（3 个时期×25 个采样点）。野外采集水

样为表层水体（0.5 m），采水量约 1.5 L。采样后水样立即置于装有冰袋的保温箱中保存，并尽快运回实

验室开展后续分析。 

 

图 1 太湖研究区位置及采样点分布（a），2024 年 2 月、5 月和 8 月中旬采样期对应的降水量与水位

变化（b） 

Fig. 1 Location of the study area and distribution of sampling sites in Lake Taihu (a), Precipitation during 

the mid-month sampling period and corresponding water level in February, May, and August 2024. (b) 

 

1.2 水环境参数测定 

现场采用 YSI EXO2 多参数水质分析仪测定水温（WT）、溶解氧（DO）和 pH，同时使用手持风速

仪（希玛 AS816）记录水面以上 2 m 处风速。实验室分析中，总氮（TN）与总磷（TP）分别采用过硫

酸钾氧化-紫外分光光度法和钼酸铵分光光度法测定[20]；化学需氧量（COD）通过高锰酸钾-硫酸法测定；

叶绿素 a（Chl.a）采用乙醇热萃取法，在 80℃的条件下用 90%乙醇萃取 2 min，测定 665 nm 和 750 nm

波长处吸光度，酸化后重复测定并计算浓度[21]。硝酸盐氮（NO3
--N）在水样经 GF/F 滤膜过滤后，采用



 

 

流动分析仪（Skalar SAN++，Skalar，荷兰）测定；DOC 浓度采用总有机碳分析仪（Aurora O.I. TOC 1030W，

美国）测定。 

1.3 水体甲烷采集与计算 

表层水体中 CH4 气体采用顶空平衡法收集样品[22]，首先使用带有三通阀的 550 mL 聚丙烯注射器，

采取表层水样 400 mL，随即向注射器中抽入 100 mL 空气形成顶空状态，将装有空气与水样的注射器剧

烈摇晃 2 min，静置 1 min 达到气液平衡状态，随后将针头与铝箔气袋相接注入顶空气体。避光运回实验

室使用 Picarro G2201-i 同位素分析仪进行分析[23]。同时还采集了对应采样场次湖心区湖面以上 2 m 处空

气作为背景空气，并代入公式进行计算，得到每个点位最终的浓度。 

采用顶空平衡法测定，并依据气液平衡关系和质量守恒原理计算表层水体 CH4 浓度（cCH4），水体

CH4 浓度计算公式为： 

 

 

(1) 

式中：Cw为水体中 CH4 原始浓度（μmol/L)；Cfinal为气液两相平衡后的 CH4 浓度（mg/kg)；Cinital 为顶空

初始背景空气中 CH4 浓度（mg/kg)；P 为顶空平衡时气相总压，本研究中近似取 1 atm；Keq 为 CH4 在平

衡温度下的溶解度系数（mol/(L.atm））[24]；HS 为顶空气相体积，本研究为 0.1L；S 为水样体积本研究为

0.4L；R 为气体常数，取值 0.082057L/atm.mol.K)；T 为平衡时绝对温度（K）；Cfinal和 Cinitial由 Picarro 气

体分析仪直接测得，计算时已将 mg/kg 与 μmol/L 的换算关系合并至公式中。 

本研究采用传递系数法测定水-气界面 CH4 排放通量，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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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式中：F 为水-气界面 CH4 交换通量（mmol/(m2 d））；Cw为水体中 CH4 原始浓度（μmol/L）；Ceq 为现场

条件下水–气界面达到平衡时的大气 CH4 原始浓度（μmol/L）；Kw为水-气界面气体交换系数（cm/h）[25]；

SC 为 CH4 施密特常数 k600 为当施密特数为 600 时对应的 k 值由 U10 决定[26]；U10 为水面上方 10 m 高度处

的风速（m/s）；Uz 为水面上方 z m 处的实测风速（m/s），本研究中 z=2；x 为风速相关经验系数，当 U10<3 

m/s 时，x=2/3；当 U10≥3 m s−1 时，x=1/2；T 为表层水温（℃）；Cd10 为水面上方 10 m 处的阻力系数，取

0.0013；K 为卡门常数，取 0.41。 

1.4 CH4 稳定碳同位素与分馏系数计算 

顶空气体样品采用 Picarro G2201-i 同位素分析仪测定 CH4 和 CO2 浓度及其稳定碳同位素组成，

δ13C 值以 Vienna Pee Dee Belemnite（VPDB）为标准，结果以‰表示。为进一步解析 CH4 生成途径

及后期转化过程，本研究计算了表观碳同位素分馏系数（αC），其计算公式为： 

 

 
(7) 

式中：δ13C-CO2 和 δ13C-CH4 分别表示同一样品中 CO2 和 CH4 的稳定碳同位素组成（‰）；αC 为 CH4



 

 

生成过程中表观碳同位素分馏系数。通常认为，CO2 还原型产甲烷过程具有较强的同位素分馏效应，

αC 一般较高；乙酸裂解型产甲烷过程的分馏相对较弱，αC 通常较低。依据已有研究，αC>1.065 通

常指示 CO2 还原型产甲烷占优势，αC<1.055 多指示乙酸裂解型产甲烷占优势，而 αC 介于 1.055~1.065

之间时，则通常反映两种产甲烷途径共同作用或处于过渡状态[11,27-28]。 

需要指出的是，环境样品中的 αC 为表观分馏指标，其数值除受产甲烷途径控制外，还可能受

到 CH4 氧化、水体混合及气体传输等过程的共同影响。CH4 氧化过程中，微生物优先消耗较轻的
12CH4，可导致残余 CH4 的 δ13C-CH4 偏正，并进一步改变其表观分馏特征[11,27-28]。因此，本研究将

δ13C-CH4 与 αC 结合使用，用于综合判别太湖不同丰枯条件下 CH4 的来源特征、主导生成途径及后

期氧化过程，而不将单一同位素指标作为唯一判据。 

1.5 DOM 测定与平行因子（PARAFAC）分析 

本文运用紫外-可见吸收光谱与三维荧光光谱对溶解性有机物（DOM）进行光学表征[10]。用于 DOM

光学性质分析的水样在测定前均经 0.22 μm 滤膜过滤，随后用于吸收光谱和三维荧光光谱测定，以

减少悬浮颗粒对光学信号的散射干扰。吸收光谱使用岛津 UV-2550 PC 分光光度计测定：在室温条件

下，以超纯水为空白，采用 5 cm 石英比色皿于 200–800 nm 波长范围以 1 nm 间隔扫描，并以 700 nm 处

吸光度进行基线校正。计算了 350 nm 处吸收系数（a350）作为 DOM 丰度指标、比紫外吸收（SUVA254）

作为芳香性评价指标[29]，并通过非线性拟合获得 275–295 nm 光谱斜率（S275-295）以反映 DOM 分子量特

征[30]。三维荧光光谱使用 Hitachi F-7000 荧光光谱仪测定：激发波长 230–450 nm（5 nm 间隔），发射波

长 300–600 nm（1 nm 间隔），激发与发射狭缝宽度均为 5 nm。光谱经超纯水空白校正拉曼散射，并依据

样品吸光度校正内滤效应，最终数据以拉曼单位标准化[31]。 

1.6 数据分析 

太湖流域土地利用类型及采样点位使用 ArcGIS 10.8（ESRI，美国）进行制图表达。统计分析主要

在 R 语言与 MATLAB R2023b（MathWorks，美国）平台上完成，具体包括：线性拟合确定相关关系的

显著性，并通过 R-Studio 中的 randomForest 与 rfPermute 包构建随机森林模型，以评估预测变量的均方

误差增加重要性（%IncMSE）。同时，采用偏最小二乘法（PLS）分析水化学参数、环境条件及 DOM 指

标对 CH4 排放的综合影响。鉴于表层水体 cCH4 更直接表征水体内 CH4 的生成与累积状态，而 FCH4 除

受 CH4 供给控制外，还显著受气体交换速率 k（主要由风速与近表层湍动决定）影响、易产生短时波动，

因此本研究在 RF/PLS 的主模型中以 cCH4 作为响应变量以提高生物地球化学驱动因子的可解释性；FCH4

则作为排放端指标用于与 cCH4 的时空格局对照。 

2 结果分析 

2.1 CH4 排放时空分布 

在不同水文时期下，水体甲烷浓度（cCH4）及水-气界面甲烷排放通量（FCH4）均存在显著差异

（P<0.01）。总体上，cCH4 与 FCH4 在不同水文时期的变化趋势一致，均表现为丰水期最高，平水期次

之，枯水期最低（图 3）。其中，枯水期和平水期 cCH4 整体处于较低水平，分别为 0.023±0.047 μmol/L

（0.002~0.21 μmol/L）和（0.028±0.045）μmol/L（0.005~0.19 μmol/L）；丰水期则明显升高，平均值达到

（0.097±0.099）μmol/L，变化范围为 0.012~0.35 μmol/L。FCH4 也呈现相似特征，枯水期排放通量相对

较低，为（13.4±19.1）mmol/(m2.d)；平水期略升高至（16.7±28.9）mmol/(m2.d)，变化范围为 1.08~114.8 

mmol/(m2.d)；丰水期则显著升高至（84.4±94.8）mmol/(m2.d)，且波动范围明显扩大，为 6.4~390.9 mmol/(m2.d)

（图 2）。、 

从空间分布特征看，不同来水条件下 cCH4 与 FCH4 的分布格局总体相似。枯水期的高值区主要集中

于湖泊西部和北部区域；平水期时西部和北部区域仍维持相对较高水平，而东部和南部区域浓度有所降

低；在丰水期时，cCH4 与 FCH4 均值达到全年最高，高值区分布范围进一步扩大，西部和北部区域仍为

主要高值集中区，同时东部和南部区域浓度升高更为明显（图 2）。 

 



 

 

 

图 2 2024 年太湖枯水期、平水期和丰水期的 cCH4（a-c）与 FCH4（d-f）空间分布 

Fig. 2 Spatial distributions of cCH4 (a-c) and FCH4 (d-f) in Lake Taihu during the dry, normal, and wet 

seasons of 2024 

 

2.2 CH4 同位素分析 

枯水期水体 δ13C-CH4 显著富集，均值升至−31.25‰±7.68‰，并呈现−48.17 至−20.36‰的变动区间。

相比之下，平水期 δ13C-CH4 整体偏负，平均值为−45.74‰±8.85‰，其变化范围介于−56.47 至−31.51‰之

间。丰水期 δ13C-CH4 则再次趋于偏负，平均值为−42.35‰±6.09‰，变化范围为−54.36‰~−30.39‰（图 3 

a-c），显示出不同水文时期下明显的季节差异。 

 

图 3 2024 年太湖枯水期、平水期和丰水期的 δ13C-CH4（a-c）与分馏系数 αC（d-f）空间分布 

Fig.3 Spatial distributions of δ13C-CH4 (a-c) and αC (d-f) in Lake Taihu during the dry, normal, and wet 

seasons of 2024 



 

 

与 δ13C-CH4 的变化特征相对应，分馏系数 αC 在不同水文时期亦呈现差异。枯水期 αC 相对偏低，均

值为 1.016±0.009，其变化区间为 1.000~1.034；平水期 αC 均值为 1.032±0.008，整体分布于 1.018~1.054；

丰水期 αC 则达到 1.035±0.008，变化范围为 1.021~1.057（图 3 d~f）。总体来看，各水文时期 αC 均集中于

1.0~1.057 区间，但其均值随来水条件发生变化。 

2.3 cCH4 与不同环境参数的相关性分析 

不同水文时期下，表层水体 cCH4 与多种环境因子及 DOM 特征参数呈现显著相关关系（图 4）。总

体来看，cCH4 与溶解性有机碳（DOC，R2=0.16）、水温（WT，R2=0.15）、pH（R2=0.21）及叶绿素 a（Chl.a，

R2=0.16）均呈显著正相关（P<0.001；图 4 a-d）。cCH4 与总磷（TP）亦呈显著正相关，但相关性相对较

弱（R2=0.09，P<0.001；图 4 e）。相反，cCH4 与硝态氮（NO3
--N）呈显著负相关（R2=0.17，P<0.001；

图 4 f），表明氧化条件较强时 CH4 浓度相对较低。cCH4 与比紫外吸收系数（SUVA254）亦呈负相关关系

（R2=0.08，p=0.016；图 4 g）。在 DOM 组成与同位素参数方面，cCH4 与类蛋白 C2 组分以及腐殖化指数

（HIX）均呈显著正相关（R2=0.28–0.29，P<0.001；图 4 h、i），其中 C2 和 HIX 的相关性在所有变量中

相对较高[32]。 

 

图 4 不同水文时期采样样点中 cCH4 与溶解性有机碳（DOC，a）、水温（WT，b）、pH（c）、叶绿素 a

（Chl.a，d）、总磷（TP，e）、硝酸盐（NO3
--N，f）、比紫外吸光系数（SUVA254，g）、溶解氧（DO，h） 

以及 DOM 组分（C2，i）、腐殖化指数（HIX，j）之间的关系 

Fig.4 Relationships between cCH4 and dissolved organic carbon (DOC, a), water temperature (WT, b), pH (c), 

chlorophyll.a (Chl.a, d), total phosphorus (TP, e), nitrate (NO3
--N, f), specific UV absorbance at 254 nm 

(SUVA254, g), dissolved oxygen (DO, h), DOM component C2 (i), and humification index (HIX, j) at sampling 

sites across different hydrological periods 

2.4 DOM 荧光组分识别 

通过平行因子分析和对半检验共识别出 3 个荧光组分（图 5） [33-34]：陆源类腐殖酸组分 C1

（λEx/λEm=255/420 nm），主要来自流域土壤淋溶和农业面源输入[35-36]；类色氨酸组分 C2（λEx/λEm=285/344 



 

 

nm），来源于生活污水输入或藻源有机质降解[37]；红移类酪氨酸组分 C3（λEx/λEm=280/310 nm），均为微

生物降解产物，与水体内源有机物产生、微生物活动及人类污染排放密切相关，且通常表现出较强光稳

定性[38]。 

 
图 5 平行因子分析（PARAFAC）识别的三种荧光组分光谱特征（a-c）及其对半检验结果（d-f） 

Fig.5 Spect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ree fluorescent components identified by parallel factor analysis (PARAFAC) 

(a-c) and corresponding split-half validation results (d-f) 

2.5 基于随机森林和主成分分析的结果 

cCH4 与多项环境因子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图 6a），其中 C2、HIX、水温（WT）和 pH 与 cCH4 呈显

著正相关（P<0.001），而 NO3
--N、DO 和 SUVA254 与 cCH4 呈显著负相关，表明有机质活性增强和温度

升高有利于甲烷生成，而氧化性环境及硝酸盐可能对其产生抑制作用。随机森林模型进一步识别 NO3
--N、

αC 和 WT 为影响 cCH4 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模型预测值与观测值之间具有良好一致性（R2=0.46，

P<0.001）（图 6 b、c）。偏最小二乘（PLS）分析结果与上述结论一致，cCH4 与有机质特征（DOC、COD、

HIX、αC、C2）及营养状态指标（TP、Chl.a）在第一主成分上具有相似载荷方向，而 NO3
--N 和 DO 表

现出相反趋势，表明 PLS 第一主成分与营养盐、有机质丰度和微生物活性呈正相关。PLS 第一主成分可

解释 40%的 cCH4 变异（图 6d、e），说明综合环境梯度对 cCH4 分布具有重要控制作用。 

3 讨论 

3.1 太湖 CH4 排放的季节变化与空间格局 

太湖水体 cCH4 和 FCH4 在不同水文时期下表现出明显的季节差异，整体呈现出丰水期最高、平水期

次之、枯水期最低的变化特征（图 2）。丰水期水温升高有利于产甲烷微生物代谢活动的增强[39]，同时降

水与径流输入显著加大，向湖体带入更多营养盐与可降解有机质，底物供给更充足，CH4 更容易产生并

释放[40-41]。此外，丰水期较强的水动力条件可能促进河口及近岸带有机质的输移与积累，并增强沉积物

–水界面的物质交换，从而进一步促进 CH4 的生成与释放[42]。枯水期 CH4 排放水平相对较低，主要与低

温条件下产甲烷微生物活性受抑制以及入湖径流和外源物质输入减少有关，导致湖体中可利用有机底物

和营养盐供给不足，不利于 CH4 的产生与积累[43]。同时，水体中浮游藻类处于复苏和生长期，大幅消耗

水中营养盐和活性有机质，溶解氧条件相对较好，不利于沉积物中厌氧微生物过程的持续进行，从而限

制了 CH4 在水体中的累积[44]。相比之下，平水期 CH4 排放高于枯水期，可能与该时期较高的温度条件及

相对稳定的水文环境有关；同时，来水量相对丰水期减少、水位有所回落，有利于有机质在湖内停留时



 

 

间延长。加之部分湖区持续受到流域生产生活活动影响，外源污废水输入后的稀释作用弱于丰水期，从

而为 CH4 生成提供了较为有利的基质条件。 

 

图 6 不同环境因子对 CH4 排放的影响分析：cCH4 与 DOM 光学及水质指标的 Pearson 相关分析（P<0.05；

P<0.01；P<0.001）（a）；随机森林分析识别影响 cCH4 变化的关键驱动因子（b）；cCH4 实测值与预测值

的回归关系（c）；cCH4 与环境因子的偏最小二乘（PLS）模型结果（d），以及 cCH4 与第一成分得分的

关系（e） 

Fig. 6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on cCH4: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cCH4 and DOM optical 

as well as water quality parameters (P<0.05, P<0.01, P<0.001) (a); random forest analysis identifying the key 

drivers of cCH4 variability (b); regression between observed and predicted cCH4 values (c); partial least squares 

(PLS) modeling results linking cCH4 with environmental factors (d);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CH4 and the 

first PLS component scores (e) 

 

从空间分布来看，cCH4 和 FCH4 的分布特征基本一致，西部和北部主要入湖河流影响区整体高于东

部和南部敞水湖区，且这一格局在不同水文时期下保持相对稳定。西北部湖区汇集了太湖主要入湖河流，

河口与近岸带往往表现为 CH4 高值区，这一现象在太湖及其他大型浅水湖泊中均有报道[45-46]。与此同时，

太湖盛行东南季风条件下，表层水体与漂浮藻体易向西北沿岸带输运并发生空间聚集，使西北沿岸成为

藻华易堆积区域[47]；该堆积带与河口—近岸带过程相叠加，有利于维持局地较高的甲烷水平。相比之下，

东部和南部敞水区受风浪驱动与复氧作用更强，近底层溶解氧更易维持在较高水平，CH4 氧化过程增强，

沉积物 CH4 向上覆水体的净释放受到抑制[44]；同时水动力条件更强，水体更新与稀释更快，CH4 在水体

中难以持续累积，从而整体表现为较低的 cCH4 和 FCH4。丰水期东部和南部湖区 cCH4 和 FCH4 同步升高，

高值区范围明显扩大。同时在强降水阶段，陆源物质随径流进入湖体，部分原本较低排放的区域也可能



 

 

出现 CH4 积累；水位抬升与水动力条件改变也会增强沉积物-水界面向水体的 CH4 释放，推动高值区扩

张[40]。从结果来看，太湖 CH4 排放的季节变化和空间分布主要受水文条件和来水结构控制。丰水期排放

水平升高与降水过程和径流输入增强密切相关，而西部和北部湖区长期维持较高排放水平，则反映了流

域人类活动的持续影响。在未来降水强度和极端降水事件可能增加的背景下，太湖 CH4 排放仍存在进一

步升高的风险。 

3.2 太湖 CH4 来源及生成过程的同位素特征 

δ13C-CH4 及 αC 在不同水文时期下呈现明显差异，表明太湖甲烷生成与后期转化过程存在显著的时空

异质性。整体来看，δ13C-CH4 普遍为-40‰~-30‰（图 3），说明甲烷以生物成因为主，符合富营养浅水湖

泊中微生物产甲烷占主导的认识[28]。δ13C-CH4 和 αC 反映的是样品中 CH4 的综合同位素特征，不只由产

甲烷过程决定，也会受到甲烷氧化以及水体混合、更新的影响[28,48]。在浅水富营养湖泊中，有机质与藻

类颗粒易沉降并在表层底泥累积，分解快速耗氧[49]，沉积物-水界面附近更易形成还原环境，产甲烷过程

更容易持续表达[50]；底泥向上覆水的 CH4 供给增强时，同位素更接近产甲烷阶段的特征。CH4 氧化存在

同位素分馏，微生物优先消耗较轻的 12CH4，使未消耗 CH4 的 δ13C-CH4 偏正，从而削弱产甲烷信号[51]。 

枯水期 δ13C-CH4 明显富集，而 αC 处于较低水平，说明该时期 CH4 同位素分馏效应相对减弱，甲烷

氧化对同位素信号的影响可能更为显著[27]。结合枯水期 cCH4 和 FCH4 整体较低的特征，推测低温条件下

产甲烷微生物活性受到抑制，同时入湖径流减弱、外源有机质输入不足，限制了 CH4 的生成与积累。平

水期 δ13C-CH4 整体以更负值为主，αC 较枯水期明显升高，表明该时期 CH4 生成过程中的生物分馏作用

增强，产甲烷过程对同位素组成的控制更加明显，底泥厌氧过程对 CH4 信号的贡献也更为突出[28]。这可

能与平水期较高的温度条件及相对稳定的水文环境有关。一方面，较高温度有利于有机质分解和产甲烷

微生物代谢活动的增强；另一方面，来水相对受限、水体更新偏弱，有利于湖内有机质停留、转化及底

泥释放 CH4 在上覆水中的累积，还原环境的影响也更易体现[52]。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平水期可为

CH4 生成提供较为持续的底物来源，并使其同位素特征更多反映产甲烷过程本身。丰水期径流输入增加，

大量易降解有机质进入湖体，为微生物产甲烷提供了充足底物，在西部和北部入湖河流汇集区这一特征

尤为明显[40,53]。总体而言，太湖 CH4 以生物成因为主，但水文条件通过调节有机质供给结构、水体更新

速率及氧化还原环境，持续影响 CH4 生成途径及后期转化过程，从而导致同位素特征在季节尺度上的系

统性变化[53]。 

3.3 环境因子及 DOM 对 cCH4 的影响 

多环境因子与 DOM 光学指标从不同维度表征浅水富营养湖泊中 CH4 生成与累积的环境背景[54]。

cCH4 的变化通常由温度条件、底物可利用性与氧化还原约束的耦合效应共同决定，而非单一因子的独立

作用[55]。温度升高通常会提升有机质水解、发酵等前期厌氧分解过程的反应强度，从而增加可用于产甲

烷的中间产物与底物供给。初级生产增强（以 Chl.a 升高指示）往往伴随自生有机质产生与输入增加，

并提高可降解组分在体系中的周转速率，为后续发酵—产甲烷链条提供更多可利用碳源[56]。pH 的变化

常与光合作用驱动的 CO2 消耗及碳酸盐体系平衡调整同步出现，可作为湖内生产与呼吸过程强弱变化的

综合指示[57]；其升降也常与有机质释放、耗氧过程及氧化还原环境的阶段性演变相伴。cCH4 与 NO3
--N

的负相关进一步表明，氧化性条件会限制甲烷的生成与保存。NO3
--N 作为高能电子受体，其升高往往对

应更偏氧化的氧化还原环境，并可能伴随更活跃的硝酸盐还原过程。此时，反硝化等竞争性过程优先利

用可利用有机底物与还原当量，削弱产甲烷过程的底物供给与反应空间；同时，上覆水氧化性增强会促

进甲烷氧化消耗，使水体中难以形成较高的 cCH4
[58]。在缺氧背景下，NO3

--N 参与的硝酸盐还原还可能

进一步增强对还原性底物的消耗，间接促进 CH4 向 CO2 转化，从而降低水体 CH4 的累积[59]。 

DOM 组成的差异表明，CH4 生成并不完全取决于有机碳含量，在有机碳水平相近的条件下，有机质

的可利用性差异往往导致甲烷生成水平的明显变化。SUVA254 较高时，DOM 芳香性和结构复杂度增强，

这类有机质不易被微生物快速利用，不利于产甲烷过程[60]。当类蛋白 DOM 组分（C2）占比增加时，cCH4

同步升高，易降解具有生物可利用性的有机质成为驱动甲烷生成的重要底物来源[61]。cCH4 与 HIX 的正

相关关系更多反映 DOM 在体系中的转化过程，陆源腐殖酸通常与生产生活污废水相伴，由于污废水源



 

 

有机质转化过程迅速，该过程难以通过野外调查捕获，因而表观上该指标与 CH4 呈显著正相关[62-63]。αC

与 cCH4 的变化趋势一致，提示不同环境背景下同位素分馏表达程度与 CH4 累积状态并行变化。将 αC 等

同位素信息与 DOM 组成指标联合，可用于提高对不同控制路径的区分度。 

3.4 多变量分析识别的 cCH4 主控因子 

不同统计分析方法从综合角度刻画了 cCH4 对环境条件变化的响应特征。相关分析结果显示，cCH4

在有机质特征参数、水温较高的样点中取值偏大，而在 NO3
--N 和 DO 较高的条件下相对偏低，反映出

cCH4 在不同环境背景下呈现出一致的变化方向[17,40]。随机森林模型对变量重要性的排序进一步强化了这

一特征，NO3
--N 和水温在模型中的贡献度较高，说明这些因子在多变量框架下对 cCH4 的变化具有较强

的约束作用[64]。PLS 分析将多种环境因子整合为主控变化轴，cCH4 在第一主成分上的载荷方向与有机质

特征及营养状态指标一致，而 NO3
--N 和 DO 分布于相反方向，表明 cCH4 的主要变化沿着一个由多因子

共同构成的环境梯度展开[61,65]。第一主成分对 cCH4 变异具有较高解释能力，且 cCH4 与第一主成分得分

之间呈显著相关，说明该综合梯度能够较好地概括甲烷浓度的整体变化特征。模型预测值与实测值之间

的良好一致性，也从侧面验证了多变量分析结果的可靠性[66]。从综合结果来看，不同统计方法在识别 cCH4

变化特征方面表现出较高一致性，表明单一环境因子难以独立解释太湖 CH4 浓度的变化，多因子协同作

用构成了其主要控制背景。该结果为后续从综合环境梯度角度理解富营养浅水湖泊 CH4 生消过程提供了

依据[40,65]。 

4 结论 

1) 太湖 cCH4 和 FCH4 呈显著水文时期差异，整体表现为丰水期最高、平水期次之、枯水期最低；

CH4 高值主要集中于西部和北部入湖河口区，并在丰水期明显扩展，说明入湖水文过程主导了其时空分

异格局。 

2) 太湖 CH4 总体以生物成因为主，全年以乙酸裂解产甲烷过程占主导。δ13C-CH4 与 αC 的变化表明，

不同水文时期 CH4 生成途径及氧化过程存在一定差异，其中平水期同位素特征反映出 CH4 氧化或产甲烷

途径的轻微调整。 

3) 太湖 cCH4 受水温、有机质可利用性和氧化还原环境共同调控。其中，DOC、Chl.a 和类蛋白 DOM

组分促进 cCH4 积累，而 NO3
--N、DO 及腐殖质组分表现出抑制作用；随机森林与 PLS 分析进一步确认

NO3
--N、水温和 DOM 可利用性是关键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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